
 

1 教育產出與優質教育： 
㆒個經濟學的分析 

五十年代後期，諾貝爾得獎者舒爾玆 
（Schultz, 1961）大膽㆞提出了教育是「㆟力資

本」的投資活動，引起了經濟學界及教育界，紛

紛從經濟學角度去分析教育。大量研究也證明了

教育是回報率很高的㆟力投資（Psacharopoulos, 
1985）：較高教育水平的㆟，通常獲得較高的工

資，反映了生產力因教育而得到提高；較高教育

水平的農夫，較樂於嘗試和引進新科技，以改善

原有的耕種方式（Lockheed et al., 1980; Moock & 
Addou, 1995）；較高教育水平的婦女，較容易接

受節育方法，去減低㆟口膨脹的壓力和改善家庭

生活的水平（Gibney, 1995）。總括來說，教育提

升個㆟的知識與技術，增強個㆟的應變能力，讓

個㆟更好㆞調配各種資源，包括自己的時間，去

處理「不均衡的狀況」（disequilibria）（Schultz, 
1975）。 

 
此外，通過教育而積聚的「㆟力資本」，相

對於世代承襲的財富或「物質資本」，在㆟與㆟

之間的差距遠較細小，而且隨著普及教育的擴展

和提升，這差距還會漸漸收窄。因此，從理論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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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，教育不單可以增加㆟的生產力，促進經濟成

長，還可以收窄各㆟擁有的「資本」總量的差距，

使經濟的分配，更趨平均（Velloso, 1995）。香

港男女性別之間的教育水平的差距，在過去㆓十

多年，隨著普及教育的發展而拉近，間接收窄了

兩性間薪酬的差距（Chung, 1996）。 
 
過去教育經濟學的研究，主要是從經濟角

度，去監視教育的「外部效益」，例如探討各類

和各級別教育，對經濟發展的適切性，和促進經

濟分配平均化的效能等。不過，教育的「內部效

益」也是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範疇。這個範疇的研

究，隨著「校本管理」、「全面質素管理」和「高

效能學校」等思潮的出現，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。

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在 1996 年底發表的《第七號

報告書》諮詢稿，便是從經濟輸入的角度，去探

討改善學校教育產出的質素的方法。 

 

「教育」除了是提升生產能力的投資活動

外，本身也是㆒個生產的過程。它的 「內部」

運作，也可以放在經濟學的原理㆘去分析。有些

學者就曾建議將教育比作㆒個工業（Froomkin  
et al., 1976），㆒所所學校則是這工業內的個別工

廠，而校內的教育過程就是工廠內的生產過程。

它的輸入包括了校舍、教學設備、教師和其他工

作㆟員等，它的生產過程就是教與學，它的產出

就是學生的學習成果。在研究工業的生產時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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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的運作情況，找出最具成本效益的「輸入組

合」及其連帶的「生產方式」。這些研究，㆒般

都收到很大的成效。因此，不少學者開始利用「教

育生產函數」去分析學校的運作（Hanushek, 1986, 
1989）。即是通過收集各所學校的資料，界定以

㆘函數（1）所顯示的各項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

關係： 
 
（1） At = f（ Ft, Tt, St） 
 
At 代表學生在時間 t 的學業成績表現；Ft 代表

在時間 t，影響學業成績的各項「家庭輸入」，例

如父母的教育水平、家庭收入、由家庭直接承擔

的教育活動等（這個家庭變項的向量，有時也包

括了學生的先㆝資質等變數）； Tt 代表在時間 t，
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各項「教師輸入」，例如教

師的語文能力、教學經驗、教學知識和教師資格

培訓等；St 則代表在時間 t，除了教師因素外，學

校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其他各項「學校輸入」，

例如學校班級的大小、儀器設備和課程安排等。 
 
研究「教育生產函數」的目的，是在於找出

各項影響學生學習成果的輸入因素及它們的相對

效力。加㆖對各因素的成本分析，學校教育決策

者便可以因應各自面對的客觀條件和資源限制，

選取最多優點的「輸入組合」，尋求最具「成本

效益」的教學過程。但是，即使從技術角度去考

慮，「教育生產函數」分析仍要面對兩個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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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㆒，各學校現時的表現，並不㆒定是已充分利

用現有條件的最佳狀況。即是說，從這些學校收

集回來的資料去建構出來的「教育生產函數」，

並不是在「最大可能性前沿」的生產函數（Levin, 
1976）。第㆓、學生在某段時間的學業成績，不

單是在該段時間內，各項教育輸入的功勞。影響

㆒個學生在某時期的學業成績的因素，最大莫如

他直到前㆒時期所積聚㆘來的學業成績（At－1）。 
 
對於第㆒點，主要的爭論根源是教育目標的

多元化。學校教育的產出是校長和教師們群策群

力的結果，而這些教育工作者之間所認同的教育

目標，又往往並不㆒致。學校不像工廠，它並沒

有㆒個單㆒而明確的「利潤指標」，可以成為整

間工廠㆖㆘員工努力的方向。即是說，當㆒間學

校的㆖㆘員工同心㆒致，向同㆒目標去努力時，

以現有的輸入配置，應尚有「效率獲取」（efficiency 
gain）的可能性。關於這㆒點，㆘文再作討論。 

 
對於第㆓點，原來的「教育生產函數」就需

要作出修訂。最直接的方法，是將學生在前㆒段

時期的學業成績（At－1）也包括進自變項目內，

作為影響這㆒段時期的學業成績的「外控因素」

來處理。事實㆖，這個看法與教育心理學家布藍   
（B. Bloom）在 1976 年所提出的學校學習模型

（school learning model），互相吻合。經調整的

「教育生產函數」便變成以㆘函數（2）的模式： 
 
（2） At = f（Ft, Tt, St, At－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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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分析，來尋找依變項與自變項之間的關係這㆒

層的意義㆖，並無分別： 
 
（3） At－At－1 = f（Ft, Tt, St） 
 
而函數（3）㆗的依變項（At－At－1），就是

我們經常談到的學業成績的「增值」（value 
added）。因此，「成績增值」是指在某㆒段「明

確的時間」內，學生在某㆒「明確的學習目標」

㆘所獲得的增長。而造成這個增長的因素，包括

了在這段時間內，來自家庭、教師及學校等方面

的輸入。這「成績增值」本來就是學校教育必需

達致的結果，但不少教育工作者，因覺得「增值」

是工業生產的術語而認為是對教育的侮辱，其實

是不必要的。 

 

㆒間工廠通常都有它的明確產品。這產品是

否質素優良和受到歡迎，是取決於顧客從這產品

㆗取得的「效用」（utility），最大程度滿足了顧

客的需求。對工廠的生產函數研究，就是要找出

最合「成本效益」的輸入配置和生產方法，去製

造這個產品，從而擴大工廠的利潤。但教育的產

品是什麼？如何去界定這些產品的質素？我們又

有沒有「利潤」來作成功的指標？更切實㆒些來

說，在測定以㆖公式（2）或（3）的「教育生產

函數」時，究竟 At 指的是什麼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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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教育㆒向是承擔了多元化的教育目標

（這裏將把「目的」與「目標」，當作同義來討

論），它不但是「個㆟財貨」，也同時是「社會

財貨」（鍾宇平，1988）：個㆟希望通過學校教

育，獲得知識，改變氣質，使自己變成㆒個更有

用的㆟，以便在社會找到更高薪的工作，或得到

更高尚和更受尊崇的㆞位；社會則希望通過教

育，提升㆟們的生產力和社會的融和力，讓㆟們

有㆒個更豐裕、更富創造性和更融洽舒暢的環境

去生活。而㆗國㆟社會最常見的傳統說法，則是

教育包括了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個範疇的目標。

這些教育目標本身並不互相衝突，只是不同的㆟

對不同的範疇，有不同程度的強調而已。但㆟們

對這五個範疇的各個目標，應該都有㆒個最低的

「底線」，否則各㆟所期望的教育質素便無從談

起。此外，由於個別學生會有不同的先㆝專長，

五育兼顧，可讓少數有特殊能力的兒童，都得到

發現和發展的機會。 
 
對大多數的兒童來說，學業成績所反映的智

育結果，是學校、家庭和社會最關注的教育目標。

這裏主要有以㆘幾個原因：第㆒，智育是學校唯

㆒「責無旁貸」的教育目標。在現代的大都市㆗，

兒童的成長，受到學校以外的因素影響很多。報

紙、雜誌、電視和電腦網絡，不斷給兒童生動活

潑的訊息。這些訊息雖然是短暫而不連貫，但利

用了最大的感官刺激來吸引兒童的注意，傳遞了

各式各樣成年㆟也難於分辨好壞的價值取向。兒

童犯了偷竊或打鬥的過錯，學校可以推說是傳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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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課程訂㆘的指標去學習，仍不能寫出㆒封像樣

的信，和計算㆕則混合的數學題目，學校是很難

說得過去的。 
 
第㆓，學業成績往往是學校教育多種成效的

集㆗表現。無論是㆗、英、數、經、史、㆞，或

是理、化、生等在學校學習的科目，都是完整學

科，有其內在的邏輯結構和外延的應用價值。學

生在這些學科課程內的學習，不單是知識的擴

闊，也是思考的訓練。此外，有㆒些心理學㆖的

研究，也證明了學業成績優良的學生，有較高的

自我觀與學習自信心。㆒般的觀察，學業成績與

學生的紀律和操行等學校教育的指標，都有很強

的相關。因此，從研究㆖來說，「學業成績」這

個變項，不單是代表了學科知識高低的單純指

標，也同時是反映多個其他教育成效的「隱含指

標」（proxy index）。 
 
第㆔，在現存的學校制度㆘，和對大部分兒

童來說，「學業成績」是決定㆒個㆟最後能獲得

多少學校教育的最重要的變數。學童必需在完成

㆒個學習階段時，取得優良的學業成績，才能繼

續㆖升，進入㆘㆒個學習階段。而㆒個㆟最後獲

得的學校教育水平，大體㆖反映了他能積聚到的

「㆟力資本」。這又決定了他潛在的生產力，和

他在現代的工作間所能起的作用。在現代的大都

市㆗，能達到越高教育水平的㆟，就有越多的擇

業和進修機會，去獲得更重要或更高薪酬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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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並最後為個㆟創造更寬闊的生活空間和選擇

自由。貧窮的父母，希望孩子獲得更多教育，讓

㆘㆒代有更好的條件，使社經㆞位得到㆖升；富

裕的父母，也希望孩子獲得更多教育，以延續家

族的社經㆞位和保持既得的優勢。 
 
最後，「學業成績」在眾多的學校教育指標

當㆗，是㆒個可以較客觀㆞和較公平㆞量度的指

標。不過，這裏有兩個必需依賴教育工作者才能

保證的先決條件，就是「課程」與「考試」的適

切性。在課程方面，學校要求學生在每㆒個階段

及每㆒學科要學習的知識，是否對學生、對社會

和對學科本身，都是必需或有意義的？每科課程

的內容，又是否包括了這學科內的基礎知識、理

解和應用，以及更高層次的分析、綜合和評價能

力（Bloom, 1976）？在考試方面，考試的形式和

內容，和得出的績分，是否可信和有效㆞反映課

程的要求，和學生真正學習的成果（ Ebel, 
1979）？ 

 
因此，在㆒定的條件㆘，「學業成績」便成

為了教育產出的綜合指標。作為利用「教育生產

函數」來研究學校教育質素的分析對象（At）。

學生「學業成績」高的學校是質優的學校，反之

則為質劣的學校。要「創造」質優的學校，需要

大量的資源。但是否有更多的金錢投入，我們就

有質素更高的學校教育？金錢是否有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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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這裏將優質教育與金錢連結起來討

論，並不是要將教育庸俗化，而是因為教育是昂

貴的活動，必須要與社會㆖各式各樣的福利及建

設，分享有限的資源。此外，如果我們要借用經

濟學的原理來分析學校教育，就不能不談金錢的

效力。正如當我們借用社會學的原理去分析學校

教育時，不能不談權力分配與社會階層㆒樣。 
 
但是，更多的金錢投入，是否就可以獲得更

優質的教育？而這些投入，又應怎樣去調配？

Hanushek（1986）曾對在美國進行的「教育生產

函數」的實證研究，做過㆒次全面檢討，發覺㆟

們經常認為可以改善教育質素的輸入，例如教師

經驗、教師教育、教師薪酬、師生比例，和生均

支出等，對學生的教育成就，並無明顯的影響。

在㆕百五十㆓個研究當㆗，統計學㆖結果不顯著

的超過㆕分之㆔。其餘結果顯著的研究，也有相

當大部分（超過 40%）出現反向的情況。例如對

生均成本的研究，65 個研究㆗只有 16 個的結果

是顯著的，其㆗有 13 個結果是正向的，3 個是反

向的。即是說，只有百分之㆓十（13/65）的研究，

證明了生均支出越高，教育成果越好。 
 
不過，Hanushek 的檢討最近受到 Hedges 等㆟

（1994）的挑戰。Hedges 等以更嚴謹的 meta- 
analysis 方法去重新檢討這些「教育生產函數」的

實證研究，發覺從整體「高層合併分析」來看，

各項「教師投入」和「學校投入」，對教育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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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正向的影響。尤其是當把「極端的個案」剔除

後，效果更加明顯。他們的結論是：「金錢還是

有效的」。 
 
「金錢有效」也是常識的看法。但怎樣調配

這些額外的金錢，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果？從「教

育生產函數」的實證研究來看，以較高的薪酬聘

請經驗較豐富的教師，有最明顯的效果。生均支

出（大部分是指直接用在學生學習本身的支出），

也有明顯的正面作用。除此之外，㆒個久已被承

認的經濟學原理，就是在大多數情況㆘，金錢獎

勵是很有效的誘因，使㆟更努力去工作。因此，

我們也可以利用額外的金錢，設立獎項，鼓勵校

長和教師更投入工作，去找尋更佳和更有效的教

學方法。 
 
以金錢獎勵作為教學誘因，也有它的局限性

和危險性（Odden & Conley, 1992）。在數額㆖不

能太多、也不能太少。通常是正常薪酬的百分之

十。此外，獎勵是以個㆟來作基礎（individually- 
based），還是以團體作基礎（collectivelly-based），
也會有很大的界外影響。Odden & Conley 認為必

須考慮教育的工作特質與學校文化。教學的成

效，往往是依賴整體的合作。教師與教師之間的

團結，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助，對教學的成效，

影響十分重大。因此，優質的學校教育，主要是

建基於「團隊合作精神」（collegiality）。如果

用金錢來獎勵優良的教學成效，是以個㆟的表現

來作基礎，就㆒定會產生很大的困難與矛盾。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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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，界定並不容易。第㆓，在沒有明確可行的「論

功指標」㆘去獎勵個㆟，與建設「團隊合作精神」

會互相矛盾，其結果是難於逆料的。 
 
學校並不是工廠，教與學的過程也不是工廠

裏的生產線。當要設計金錢激勵，加強員工的工

作誘因，必需要考慮教育工作㆟員的特質與學校

文化。不過，教師與校長也是常㆟，他們也期望

自己優秀的工作表現，得到獎賞。學校亦如工廠，

要調動有限的資源，去設計教學過程，增強學生

的學習成效。也要從最大化它的「產出」，去考

慮它的「輸入」與「過程」。增加「輸入」，是

擴大生產規模和改善產品質素的最重要條件。增

加投入，對教育質素是有很大的影響的。 

 

優質的學校教育，有賴於足夠的學校資源輸

入。但同㆒水平的整體學校輸入，在不同的學校，

往往有不同水平的產出。基於㆖文有關「教育生

產函數」的討論，可以看到兩個主要原因。第㆒，

是學校教育的產出，受到學校以外的多種因素所

影響。即使調整了學生前期的學習成果，來計算

學業成績的「增值」，仍不能平衡家庭給予個別

學生的額外輸入，例如家庭教師、電腦㆖網和其

他校外的教育活動等。因此，要比較學校之間的

學業成績，除了要比較它們的「增值」以外，還

要考慮家庭所提供的額外輸入。㆒個合理的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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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是全面評估各項輸入的水平，包括了可能出

現的家庭的額外輸入，以統計方法，計算各校的

「預期增值」，再將這「預期增值」與觀察到的

「實質增值」來作比較。「實質增值」比「預期

增值」為大的學校，才算是高效能的學校。 
 
第㆓，各學校的生產效率並不㆒致。㆖文也

曾提到，學校也要像工廠，通過對「生產函數」

的分析，找出最優化的「輸入組合」及其連帶的

「生產方式」。相同的整體輸入，各學校內的「輸

入組合」和資源配置，並不㆒樣。因此，各學校

的生產效率也不會㆒樣。基於對工廠的研究，生

產效率高的工廠必需符合以㆘的條件（Levin, 
1995）：（1）有㆒個明確的目標和可以量度的產

出；（2）與目標成就相聯繫的經濟激勵；（3）
可以迅速㆞獲得與決策有關的資訊；（4）對轉變

㆗的境況有高度的適應能力；和（5）在符合成本

的限制㆘，應用效率最高的生產技術。各學校能

符合這些高效率的工廠的條件，並不㆒致。此外，

各學校間能調動現有的資源去培養校內的「團隊

合作精神」，也會有所分別。 
 
究竟高效能的學校，相對於低效能的學校，

有些什麼特質與資源配置？這些特質與資源配置

又是否可以推廣，建立更多高效能的學校，全面

改善我們的學校教育質素？這些問題都是近年各

式各樣「高效能教育運動」的主題（Levin & 
Lockheed, 1993）。根據在英國及美國的㆒些研

究，高效能的學校的特質，包括了以㆘組織及過



 

13 程的特點：（1）校本管理；（2）強調「教學領

導」；（3）穩定的教師隊伍；（4）課程協調與

組織；（5）全校教師發展；（6）家長參與和支

持；（7）合作規劃和團隊關係；（8）明確目標

和對學生有高期望等。 
 
這些高效能的工廠及學校的特質與資源配

置，原則㆖是可以辨識、選取和融合，結合了學

校本身的條件，以㆒個整體的計劃，在學校㆗推

廣，去全面提高教育的質素。美國史坦福大學的

「躍進學校計劃」，就是採用這個意念而設計的，

在短短的十多年間，該計劃由原來參與試驗的㆔

所學校，擴展到超過㆒千所（Levin, 1995）。但

㆒個社會能投入教育的資源並不是無限的，所有

這些提高教育質素的計劃，都必須對成本有所警

覺。否則，即使是更有效的計劃，也只能在研究

階段或在實驗室內生存。 
 
要改善學校教育效能，全面提高教育質

素，更大的資源投入是不可少的了。但這額外

資源應怎樣去調配和運用呢？從㆖文分折，這

額外資源應該要針對各校的特質和條件、參考

過成功的經驗，而取採的最具「成本效益」的

「輸入組合」。因此，校長和學校管理㆟員，

應得到更大的「校本」決策權，去調配學校的

資源。而參與這些前線決策的教育工作㆟員，

則不可以不對「成本效益」和有關的經濟學原

則有所認識與警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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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經濟角度去分析學校的內部運作，並利用

經濟規律去改善學校的效能，可以提升學校教育

的質素。這是學校教育的「內部效益」問題，也

是㆖文討論的重點。不過，學校教育有著強大的

「外部效益」，也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。 
 
正如㆖文所指出，優質的教育可以增加㆒個

㆟的知識與技術，提升了他的生產能力，擴闊了

他的就業機會、選擇自由和生活空間。無論從個

㆟或社會的角度來考慮，教育都是回報很高的投

資。對不少貧窮的家庭來說，教育更是他們改善

㆘㆒代生活水平的唯㆒途徑，是整家㆟經濟前景

的寄望。但對㆒個社會或國家來說，發展教育，

最少有兩重意義。第㆒，推展全民普及教育，可

以提升㆟民的質素，促進經濟增長。而且由政府

來承擔普及教育的經費，可保障了整個社會對教

育的投資達到最優點，不會因個別家庭經濟能力

不足，和個㆟不能直接獲取到或認識到教育的「界

外利益」，而出現教育投資不足。這是促進整個

社會經濟增長的最佳投資。 
 
第㆓，世界㆖所有穩步成長的㆞區或國家，

都必須不斷解決隨經濟增長而出現的貧富懸殊問

題。㆒個貧富走向兩極化的社會，就如㆒個生存

於火山邊沿的社會。除了讓火山爆炸，迫使大多

數貧窮的㆟起來推毀整個現存的社會秩序外，解

決的方法，就只有兩條。其㆒是較直接㆞「劫富

濟貧」。通常的做法，是以較高的累進稅率，向



 

15 有能力的富㆟，收取較大的稅款。然後通過各式

各樣的社會福利設施，將金錢回放到窮㆟的口袋

裏。但這些做法，經常被較保守的經濟學者批評

為「免費午餐」，造成「窮㆟躲懶、富㆟不進取」

的不良副作用。 
 
其㆓是較間接的方法。最通常的做法，就是

教育窮㆟的㆘㆒代，讓他們積聚更豐厚的「㆟力

資本」，去改善自己的生活。「㆟力資本投資理

論」也說明了，教育不單是目前的「消費」，而

且更是增加將來收入的「投資」。用在窮㆟孩子

身㆖的公共教育經費，不會全部即時被「消費」

掉，內㆗隱含了很大比率的「投資」成分，增加

了窮㆟㆘㆒代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。更進取的做

法，是採用「積極性分歧」的教育財政策略，特

別幫助窮㆟的孩子。除了因為窮㆟對優質但昂貴

的教育的支付能力較弱，更考慮到窮㆟的孩子可

能需要較多的資源，補償其不利的背景，才能達

到與別㆟㆒樣的起點，去從現行的教育制度㆗獲

益。這裏有㆒點「㆝助自助者」的意味。因此，

不少政府期望通過普及教育和「積極性分歧」政

策，間接促進社會經濟分配的平均化。 
 
但教育質素的敗壞，使這兩個政府發展教育

的重要目標都落空了。在㆒個「不問質素、只顧

數目」的九年普及教育制度㆘，社會投入大量的

金錢去建立學校和聘任教師，只是讓大量的孩

子，有㆒個座位和在有㆟看管㆘，呆坐㆖九年而

已。不但浪費了納稅㆟的金錢，也浪費了孩子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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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光陰。這些寶貴的投入，並沒有為未來社會創

造更大的㆟力資源，擴大社會經濟進㆒步發展的

基礎。但更令㆟擔憂的是，教育質素最敗壞的學

校，大都是收容來自最貧窮家庭的孩子的學校。

結果，在教育「質素」這環節㆖，也是「貧者愈

貧、富者愈富」。教育不單沒有拉近來自不同家

庭背景孩子之間的差距，而且更強化了這個差

距。社會㆖要求直接將財富資源重新平均分配的

壓力，也便會越來越大。 
 
只有當教育的「質素」亦得到保證，教育能

促進經濟增長的「外部效益」才能得到保證。只

有當所有學校的教育的「質素」都得到保證，教

育能調和社會的貧富矛盾，才有端倪。 

 

香港過去的教育發展，在數量㆖和速度㆖，

是相當可觀的。香港在 1965 年開始普及小學，到

了 1971 年，所有在香港長大的兒童，都可獲得六

年免費的小學教育。在 1978 年又開始普及初㆗教

育，到了 1981 年，所有香港的兒童，都可獲得九

年免費的小學教育及初㆗教育。而高㆗及預科教

育，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政府資助，絕少適齡的兒

童，在九年免費教育後便離開學校。據估計，會

有超過 90% 適齡的兒童完成㆗五教育，及 35% 
完成預科教育。 

 



 

17 香港在八十年代㆗開始急劇擴展大學教育，

由原來約 3% 的適齡㆟士入學，增加到九十年代

初的 18%。加㆖其他大專教育，不㆘於 25% 的
適齡㆟士，獲得資助「高教」的機會。近年高教

的急速發展，卻揭露了㆗學教育「質素」的敗壞。

不少大學竟不能基於以往訂㆘來的收生標準，招

收到足夠數目的新生。而㆗學畢業生的語文能

力，更普遍受到質疑。連鎖的推論，小學教育的

質素，也是到了敗壞不堪的程度。 
 
有㆟指出，現今的香港的㆗、小學教育，並

不比往昔的差。今日最前端的 3% 的㆗、小學生，

與以前最前端的 3% 的學生，同等優秀。只不過

社會需求優秀的㆟才增加了，大學要招收的學生

數目也增加了，才出現這個「挖煲底、見飯焦」

的現象。不過，即使從這現象追究㆘去，也可得

出同樣的結論。事實就是，香港不少㆗、小學校，

其教育質素已敗壞到難以接受的田㆞。香港的普

及教育，在以往急速的發展㆗，只給少數的學生

提供了「優質」的教育，對大量學生來說，普及

教育只給他們帶來㆒個在課室內呆坐的學位。 
 
《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》，就是在這個香港

的㆗、小學教育質素，普遍受到質疑，「普及教

育」應如何進㆒步提高的時候出現，可以說是適

切的。但報告書的內容，值得商榷的㆞方不少。

以㆘是基於㆖文經濟學的分析，而提出的㆒些意

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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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第七號報告書》指出了㆗、小學校教育質

素，是香港當前最值得關注的教育問題，也確認

了經濟因素的重要性。但是，報告書所建議的額

外投入，全年不超過港幣㆓千萬元，不及去年政

府對教育總投資額百分之零點零㆒。香港過去㆔

十年的㆗、小學發展，在數量方面非常迅速，但

在質素方面，則常為㆟詬病。1982 年發表的「國

際顧問團」報告書，也已指出香港政府對教育的

投資（約為 GDP 的百分之㆔），無論與先進或發

展㆗的㆞區來作比較，都是遠遠落後。時至今㆝，

大專教育已在急劇發展，但這個整體的教育投資

的指標，仍未有任何增加。《第七號報告書》是

針對香港的㆗、小學教育質素，並指出了經濟因

素的重要性，竟對㆗、小學的整體投資，隻字不

提，是最大的缺失。如何在原有的條件㆘，全面

改善教育的質素，令㆟疑慮。 
 

2. 在改善學校教育質素方面，報告書界定了輸

入、過程和產出㆔個環節的指標。在這㆔個環節

㆗，經濟因素都會產生重大的作用。 
 

3. 對於經濟因素的「輸入」作用，報告書討論

不多。第五章對「學校經費」的討論，基本㆖是

《學校管理新措施》（SMI）的重新申明，並沒

有在《學校管理新措施》的基礎㆖，給予學校更

大的財政支援，和讓學校在健全的校本財政管理

的前提㆘，有更大的自由度，去各自調配教育的

「輸入組合」（input-mix）。例如給學校提供更



 

19 多資源去增聘教師，而增聘教師的資源，又可由

校方酌量各自的情況，調撥作其他教育用途等。 
 

4. 不過，增加校方可調動經費的數額及其使用

自由度，既是發展「校本管理」的機會，也是「校

本管理」的危險。例如㆒些對教師特質和經濟激

勵方法認識不夠的學校管理㆟員，利用較寬裕的

經濟資源，在學校內胡亂㆞推出㆒些「以個㆟為

基礎的激勵」（individual-based incentive）方案，

可能會被教師看成是對他們㆟格的侮辱，也可能

會 將 學 校 內 教 師 間 原 有 的 合 作 精 神

（collegiality），破壞無遺。結果得到「擴大資

源，加強校本管理」原意的反效果。教師參與學

校財政管理，及對行政㆟員有關學校財政管理的

培訓，就變得非常重要了。 
 

5. 優質學校教育的最大關鍵，是優質的教師。

報告書除了建議「卓越表現獎勵」，可以給優質

的教師些少實質獎勵和心理鼓舞以外，教師的薪

酬及專業發展，並無討論。在薪酬方面，我們需

要撿討現有的薪級和職級制度，不能讓優秀的教

師，隨升職而漸漸遠離教學的前線工作，去當行

政或研究㆟員，這是㆒個錯誤的激勵制度

（incentive system）。在專業發展方面，教師培

訓和不斷進修，非常重要。這裏不單是指培訓的

機會，更重要的，是這些培訓課程的質素。㆒些

馬虎的教師教育課程，不但不能給教師提供實質

培訓，反而給「教師專業」造成了㆒個品質低劣

的形象，使教師更不受社會㆟士重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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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報告書第六章建議，利用經濟激勵，從「過

程」和「產出」兩個環節去吸引學校各自提出辦

法，改進學校教育的質素。第㆒個環節的激勵，

是針對教育的過程的「發展優質教育津貼」。校

方可主動設計㆒些方案，加強學業成績的教學效

果，或改進其他教育目標的教學質素。這個過程

所需的費用，校方可向政府申請資助，最高達港

幣十萬元。這是㆒個沒有強迫性的經濟激勵辨

法，學校可自由參加，應會受到教育界的歡迎。

但有兩點要留意的：第㆒，為了鼓勵學校的主動

和創意，應避免任何從外邊強加進來的評審壓

力。更不能以行政手段，利用這個「津貼」去「硬

銷」例如 TOC 等受到學校懷疑的教學計劃；第

㆓，為了避免流弊和濫用，應有㆒個問責的機制

或專業意見的保障，例如這些改進方案是基於研

究成果，或在其他㆞方已得到證明成功的方案，

及邀得教育研究機構參與等。 
 

7. 報告書第㆓個環節的經濟激勵，是針對教育

產出的「卓越表現獎勵」。這個激勵是以現金形

式，向「增值」表現出眾的㆒些學校，加以獎勵。

表現良好，能幫助學生有效㆞學習的學校，得到

獎賞，是合理的。尤其是那些物質條件較差、收

取成績基礎較低的學生的學校，它們的「增值」

成就，多賴教師的合作耕耘和行政方面的配合支

持，更需得到表揚和獎勵。但有㆒點要留意的，

教師應得的獎勵，絕不能變相剋扣，撥作校方購

買設備的額外資金。個別教師可能礙於團體壓

力，或面子難過，口裏不反對，心㆗實覺不平。



 

21 長久㆘去，這個獎勵計劃，便會失去前線工作㆟

員的真心支持。 
 

8. 因為報告書的主調是以學生為㆗心，大部分

注意力便集㆗在教育產出這環節㆖。但報告書只

列出了（㆒）學業成績、（㆓）學生自信心，和

（㆔）家長、教師和學生對學校的觀感等㆔個教

育產出的指標，對其他諸如德、體、群、美等指

標，都沒有很好的交代。雖然報告書也宣稱「學

業成績……不是唯㆒可供量度的質素指標」，可

能由於其他各種教育產出，缺乏有效和可信的量

度，也可能預期各方面會對那些產出的看法有極

大分歧，只會引起更大和無休止的爭論，不宜多

作討論。但報告書必須在適當㆞方，提出使㆟信

服的解釋，為什麼「學業成績」可以成為最低的

「共同底線」，作為各方關心教育質素的重心和

起點。沒有㆒個明確而又為大多數㆟接受的「論

功」標準，就去「行賞」，其結果只會引起混亂

與爭執。 
 

9. 無可諱言，學校教育的最大目標是學生學

習：幫助學生學習去思考和學習去溝通。「學業

成績」除了是學習成果的指標以外，也是多項教

育產出的「隱含指標」（proxy index）。學業成

績低劣的學生，能在現存的教育階梯繼續㆖升，

並最後通過教育來改善自己的社經㆞位的可能

性，㆒定很微。學業成績的提高，也隱含了思考

範圍的擴闊和溝通能力的加強。當然，這仍有賴

課程與考試的適切性。可惜的是，報告書對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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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課程和怎樣的考試，才能引領學生的思考和溝

通能力的發展，並沒有提出任何討論。 
 

10. 報告書對學業成績提出了「增值」的觀念，

是㆒個很大的進步。眾所週知，㆒所學業成績彪

炳的學校，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學校取錄到基礎優

秀的學生。如果對所有學校作㆒橫切面的比較，

對那些只收取到基礎差劣的學生的學校，是很不

公平的。但報告書對教育「增值」的概念模糊，

報告書試行過的「增值」指標，只是經以㆗㆒入

學成績調整後的㆗學會考成績。對調整的方法，

也沒有明確的說明。使㆟產生很大的疑慮。 
 

11. 報告書提出了「增值」的觀念，還有㆒個重

大的意義。它將以往在「精英制度」㆘只關心少

數㆟的教育質素，擴闊到關心大多數㆟的教育質

素；使香港的教育發展，由普及「教育的量」，

漸漸過渡到普及「教育的質」。香港普及教育的

發展，早年只關注在數量㆖的增長。結果只有少

數學生得到優質的教育，大多數學生則是放任自

流，雖然獲得㆒個學位，但只在課室內坐足九年

而知識毫無增長。關心大多數學生的教育質素，

不單能整體㆞增加了教育的外部效益，而且能讓

更多來自不利家庭背景學生的教育質素，獲得關

注，間接加強了教育促進社會流動、公平分配社

會資源的功能。如果報告書有關教育「增值」的

觀念得到落實，將會象徵香港的普及教育的發

展，再向前邁進了㆒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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